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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
形成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湖北省 ６７２ 户农户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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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为剖析该政

策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优化中国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本文结合湖北省

农户调研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

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 ３ 个潜变量、情景因素等 １９ 个可观

测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分析，最后对不同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机制和不同试点区域的农户进行

多群组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其流转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最能反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的因子分别是“认为该政策能够稳定土地产权”
“对政策内涵的了解程度”和“采取主动措施准备土地流转” 。 ②村级土地产权安全性、农户流转经历

和主观规范等情景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影响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

流转决策有间接影响。 ③“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

差异，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别化的激励措施，以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

率。 并通过积极探索“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激励农户进一步做出帕累托改进的流转决策。
关键词：“三权”分置；土地流转；流转决策；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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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农村社会逐渐趋向“空心化”和“外流化” ，农地经营兼业

化、粗放化乃至撂荒化严重，农地流转中，存在流转合同不规范，流转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等诸多

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提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形成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等多个部

委出台的政策文件均强调要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

系，这为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研究“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

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不仅能够为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有益借鉴，而且能为政

府管理部门、农村集体、农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管理和参与农地流转的决策参考。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国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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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注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投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如 Ｈｏｌｄｅｎ 等 ［１］ 、
Ａｒｎｏｔ 等 ［２］ 、Ａｌｉ 等 ［３］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 ［４］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 ［５］ 和 Ｈｏｌｄｅｎ 等 ［６］ 分别对柬埔寨、中国、印度、
越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地使用权的规范性、保障性、可抵押性和可

转让性能够激发农户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土地租赁市场

的发育，而农户的长期投资反过来又能起到稳定农地使用权的作用。 Ｂｅｅｋｍａｎ 等 ［７］ 通过对布隆

迪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长期而稳定的农地使用权有利于农户长期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 这些研

究成果为中国“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

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８］ 、“三权”分置的理论实质、法律特征与实现路径 ［９－１０］ 、农户土地流转决策

的影响因素 ［１１－１２］ 、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与收入效应 ［１３－１４］ 等方面。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产权安

全与产权政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１５－１６］ 。 一部分学者对农地产权稳定与农地流转市场

的农户参与展开了研究，如马贤磊等 ［１７］ 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产权稳定

性；田传浩等 ［１８］ 认为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显著地影响租入农地的行为；但钟甫宁等 ［１９］ 却

认为影响农户租入土地的主要因素不是产权稳定，而是非农就业机会。 他们大多选取家庭资源

禀赋、外生经济变量（如土地价值、农业补贴、城市工资水平等） 、产权经历和政策环境（如产权

安全、产权稳定）等指标 ［１１－１２］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ＮＥＯＰ、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等）找出影响农户

土地流转决策的主要因素 ［１１－１２，２０］ 。 然而，作为中国现阶段产权制度的综合改革，“三权”分置的

功能不仅仅是保障产权安全，还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２１］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２２］ 等方面。 现有

文献并没有回答“三权”分置政策是否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行为，以及影响的主导因素

是什么。 在目前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尚未全部完成、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不完善、经营权抵押试

点刚刚开始的特殊阶段，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政府的推动，更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认可和

响应 ［２３］ 。 也就是说，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更多地从农户心理机制的角度，如从农户对农地制

度改革的态度、对产权安排的认可、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或福利效应的感知、参与土地流转的意

愿等方面，来分析其参与土地流转的决策行为。 本文通过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形成机理的分

析，在“三权”分置政策和农地流转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理论

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从“理性人”的经济假设出发，农户的决策行为遵循理性原则，他们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

做出帕累托改进的决策。 作为中国新时期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三权”分置是在坚

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农户承包经营权分成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此实现农民的多样化

选择、土地的社会化配置和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并在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形成

更优平衡 ［２４］ 。 “三权”分置对于土地转出方来说，通过释放土地束缚，加快了社会流动和城市转

移，让他们在赚取非农收入的同时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解决了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 ［２５］ 。 对于

土地转入方来说，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申请农业贷款，解决了扩大农业所需的资金来源，同时，
由于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业收入，也增加了家庭收入。 只有当土地流转

双方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了改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才能得到顺利推进 ［２４］ ，因而，
政策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如何提高政策对农户态

度和行为的影响力，从而激励农地流转双方根据自身禀赋与流转效应的有效匹配做出帕累托改

进决策。
计划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ＰＢ）是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态度—行为”关系

理论。 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实际行为最直接的因素，行为意向反过来受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行为态度越积极、周围重要他人越支持、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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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概念上可以完全区分开

来，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 ［２６］ 。 该理论自问世以来，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并且被

大多数研究证实能将态度和行为连接起来，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２７］ 。 为了从农

户内在心理活动出发寻找其参与土地流转的决策机制，本文选择计划行为理论来解释产权制度

改革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其逻辑思路见图 １。

图 １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三权”分置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激励作用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包括从流转意愿到流转行为两个过程，取决于个

人的态度（行为态度） 、周围对其有影响的人对该政策的态度（主观规范） 和自己感受到的可以

控制的程度（知觉行为控制） 。 在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农户的土地流转决

策必然会受到该政策现有效应和预期效应的影响。 比如，在认识和感受到“三权”分置能够保

障产权安全、释放土地束缚、放活土地经营权、打开农村土地金融市场 ［２１－２２，２４－２５］ 后，农户对该政

策持乐观和响应的态度，周围居民的积极态度也将对其起较大程度的示范作用，这也正是“三

权”分置政策应具有的激励作用。
（二）研究假设

本文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三权”分置政策，从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情景因素三个方

面构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分析框架，包含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１：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土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行为态度指个人对某项事务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或者是个人对特定对象所反映出

来的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不喜欢的预设立场 ［２８］ 。 “三权”分置通过明确土地产权关系，更好地

维护了农民集体、承包者和经营主体的自身权益，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起到积极的作用 ［２０］ 。 在

研究设计中，通过了解农户对“三权”分置政策的安全感知和功能感知来反映其行为态度的积

极程度，包括对该政策能够稳定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认可，对该政策能够促进规模经营、提高

土地配置效率、放活土地经营权、减少转出户后顾之忧、吸引转出户返乡创业的认可，以及从整

体上认为利大于弊 ［２１－２２］ 。
假设 ２：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程度和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做出土地流转决策。
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个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现有的学识，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自己所

感受到的可以控制的程度，当个人认为自己掌握的资源、信息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
对行为的控制程度和能力就越强 ［２６］ 。 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反映农户对“三权”分置政策的

认知水平和对自身决策行为的控制能力，因此，本文将其设定为农户对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关

注程度和对“三权”分置政策具体内容的认知程度。 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能正确理

解中央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也更能自觉地响应政策 ［２９］ ，因而，可以将教育程度看作

知觉行为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假设 ３：情景因素对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均具有正向影响。
个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态度往往受到外界情景因素的影响 ［３０］ 。 如农地产权安全性会

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 ［１７］ 。 另外，农
户的流转经历会通过预防性防御机制和效应替代机制来影响其对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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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２０］ 。 同主观规范一样，农户所感受到的产权情景和流转经历对于农户个人目前的心理活动

来说属于外界因素范畴，可以将产权情景、流转经历与主观规范一起视为情景因素。 假设产权

情景、农户的流转经历和主观规范对农户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均有正向影响。
其中，产权情景主要指农户所居住的村庄在土地产权治理方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土地确权登记

已经完成的年限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已经发放的年限 ［１９］ ；流转经历是指农户曾经通过转包、
出租、互换、入股等方式将其家庭所承包的土地至少转入或转出过 １ 次；主观规范指农户个人对

于是否采取政策认可和政策响应的行为态度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即周边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

团体的行为态度的影响 ［２８］ 。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均为主观范畴的概念，需要可观测性的指

标将其表达出来，而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处理显性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数据与理论

框架的契合度，因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来验证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研究

假设，将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视为概念性的 ３ 个潜变量，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构

成了 ＳＥＭ 的结构模型部分。 其中，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作用于流转决策，情景因素

（Ｍ１ ～ Ｍ５）作为控制变量对 ３ 个潜变量均产生影响；潜变量与显性指标之间构成了 ＳＥＭ 的测量

模型部分（图 ２） 。

图 ２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形成土地流转决策的逻辑思路

结构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η ＝ γξ＋βη＋ζ，ξ 为外生潜变量，η 为内生潜变量；γ 和 β 为结构

系数矩阵，分别表示外生潜变量 ξ 对内生潜变量 η 的影响和 η 之间的相互影响；ζ 为残差项。
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具体形式为：

η ＝ β２１ξ１＋β３１ξ２＋∑
５

ｉ ＝ １
α ｉ１Ｍ ｉ＋∑

３

ｊ＝ １
γ１ｊＹ ｊ＋ζ１ （１）

ξ１ ＝∑
５

ｉ ＝ １
α ｉ２Ｍ ｉ＋∑

８

ｋ＝ １
γ２ｋＸ ｋ＋ζ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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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２ ＝∑
５

ｉ ＝ １
α ｉ３Ｍ ｉ＋∑

３

ｋ＝ １
γ３ｋＸ ｋ＋８＋ζ３ （３）

式中，η、ξ１ 和 ξ２ 分别代表潜变量流转决策、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Ｙ ｊ 和 Ｘ ｋ 分别代表内

生潜变量 η 和外生潜变量 ξ１、ξ２ 的可观测变量，Ｍ ｉ 代表情景因素；α 为情景因素 Ｍ ｉ 对潜变量的

路径系数，β 为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γ 为可观测变量 Ｙ ｊ 和 Ｘ ｋ 对潜变量的路径系数；ζ 为残

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作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鱼米之乡，近年来，湖北省各地积极探索多种新

型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形式，如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连片耕种等，为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推
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湖北省农

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 １６３３ 万亩，流转比例高出全国 ４ 个百分点①。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

组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在湖北省开展的农户实地调研。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按照“县（市、区）—镇—村—户”的关系选择黄冈市罗田县和英山县、孝感市云梦县、天门市、仙
桃市、潜江市、鄂州市梁子湖区、荆州市洪湖市和武汉市黄陂区 ９ 个县（市、区） 、１４ 个乡镇、４０
个村的 ７５０ 户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 调研区域的选择原则有两点：一是近 ５ 年来，该区域流转

频率较高，流转面积较大；二是不同流转方式、不同流转机制和不同试点区域分布较为均衡，便
于实证部分进行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群组分析。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村级和农户两个层面，村级层

面主要调查村庄概况、土地行政调整状况、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展情况；农户层面主要包含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土地流转状况、流转意愿及对“三权”分置的政策认知等。 调查时，对“三

权”分置政策“未听说”或“不了解”的农户进行现场解读，确保所有受访农户认知“三权”分置

政策。 农户问卷剔除未回收和作答错误、不完整的问卷后，共获得 ６７２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

８９．６％，表 １ 统计了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表 １　 调研样本基本特征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 ％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 ％
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男 ４１２ ６１．３１ 　 小学及以下 ３３４ ４９．７０
　 女 ２６０ ３８．６９ 　 初中 ２５７ ３８．２４
户主年龄 　 高中（含中专、职高） ７０ １０．４２
　 ２９ 岁及以下 ８ １．１９ 　 大专及以上 １１ １．６４
　 ３０ ～ ４４ 岁 ７６ １１．３１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４５ ～ ５９ 岁 ２３９ ３５．５７ 　 ０ ～ ２ 人 ２６７ ３９．７３
　 ６０ 岁及以上 ３４９ ５１．９３ 　 ３ ～ ４ 人 ３０９ ４５．９８
种植规模 　 ５ 人及以上 ９６ １４．２９
　 ３ 亩及以下 ２５２ ３７．５０ 调查区域

　 ４ ～ １０ 亩 ２５６ ３８．９０ 　 试点区 ２２９ ６１．２３
　 １１ ～ ２０ 亩 １１５ １７．１２ 　 非试点区 １４５ ３８．７７
　 ２１ 亩及以上 ４９ ７．２９ 流转方式

流转状况 　 转包 ５３ １４．１７
　 未流转 ２９８ ４４．３５ 　 转让 ３６ ９．６３
　 转入 １３３ １９．７９ 　 互换 ５２ １３．９０
　 转出 ２４１ ３５．８６ 　 租赁 １４４ ３８．５０
流转机制 　 入股（含股份合作） ４５ １２．０３
　 政府主导 ２２４ ５９．８９ 　 反租倒包 ４４ １１．７６
　 农户主导 １５０ ４０．１０

　 　 注：总体样本中，土地发生过流转的为 ３７４ 户，对流转机制、调查区域和流转方式的统计只针对该 ３７４ 户；试点区是指农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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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ｈｕｂｅｉ． ｔｕｌｉｕ． ｃｏｍ ／ 。



根据图 ２ 的逻辑思路和相关研究文献 ［２８－３０］ ，调查问卷设计了行为态度（ ξ１） 、知觉行为控制

（ ξ２）和流转决策（η）３ 个潜变量的 １４ 个可观测变量（ Ｘ１ ～ Ｘ１１，Ｙ１ ～ Ｙ３ ）和 ５ 个情景因素（Ｍ１ ～
Ｍ５） ，均采用 Ｌｉｃｋｅｔ 的 ５ 分等级赋值法进行赋值（表 ２） 。

表 ２　 变量基本统计和样本信度分析

类别 观测变量 定义 均值 载荷 Ａｌｐｈａ 值

行为态度 ξ１

　 安全感知 能稳定土地承包权（通过确权

登记颁证、延长承包期）Ｘ１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８９ ０ ．８７ ０ ．８３

能稳定土地经营权（通过签订

规范的流转合同和颁证）Ｘ２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６５ ０ ．８０

　 功能感知 能促进规模经营、促进农户增

收 Ｘ３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８０ ０ ．７５

能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减少

撂荒 Ｘ４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９２ ０ ．７９

能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农业

现代化 Ｘ５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８０ ０ ．７６

能减少进城务工 农 户 后 顾 之

忧 Ｘ６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８１ ０ ．７６

能吸引进城务工 农 户 返 乡 就

业 Ｘ７

完全不能 ＝ １；基本不能 ＝ ２；勉强能 ＝ ３；
很大程度上能 ＝ ４；完全能 ＝ ５

３ ．７５ ０ ．８１

利好大于弊端 Ｘ８ 不同意 ＝ １；有点不同意 ＝ ２；勉强同意 ＝
３；同意 ＝ ４；非常同意 ＝ ５

３ ．８８ ０ ．７２

知觉行为控制 ξ２

　 政策关注 会关注土地政策的变化 Ｘ９ 从来不会 ＝ １；很少会 ＝ ２；有时会 ＝ ３；很
大程度上会 ＝ ４；经常会 ＝ ５

３ ．２１ ０ ．７４ ０ ．８０

　 政策了解 了 解 “ 三 权 ” 分 置 的 政 策 内

涵 Ｘ１０

完全不知 ＝ １；只是听说 ＝ ２；少部分了解

＝ ３；很大程度上了解 ＝ ４；充分了解 ＝ ５
３ ．８６ ０ ．８１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Ｘ１１ 文盲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或中专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２ ．６５ ０ ．７２

流转决策 η
　 流转意愿 愿意参与土地流转 Ｙ１ 不愿意 ＝ １；比较不愿意 ＝ ２；无所谓 ＝ ３；

比较愿意 ＝ ４；非常愿意 ＝ ５
３ ．７２ ０ ．７５ ０ ．７９

　 劝说意愿 愿意劝说亲朋邻居参与土地流

转 Ｙ２

不愿意 ＝ １；比较不愿意 ＝ ２；无所谓 ＝ ３；
比较愿意 ＝ ４；非常愿意 ＝ ５

３ ．４９ ０ ．７５

　 措施行为 投入措施准备土地流转 Ｙ３ 被动 ＝ １；比较被动 ＝ ２；一般 ＝ ３；比较积

极 ＝ ４；非常积极 ＝ ５
３ ．９１ ０ ．８０

情景因素 Ｍ
　 产权情景 村里土地确权登 记 已 完 成 时

间 Ｍ１

未完成 ＝ １；１ 年 ＝ ２；２ 年 ＝ ３；３ 年 ＝ ４；５
年及以上 ＝ ５；

３ ．６０

村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已发

放年限 Ｍ２

无 ＝ １；１ ～ ３ 年 ＝ ２；４ ～ ６ 年 ＝ ３；７ ～ ９ 年 ＝
４；１０ 年及以上 ＝ ５

３ ．５９

　 流转经历 土地流转强度 Ｍ３ 不足 ２０％ ＝ １； ２０％ ～ ４０％ ＝ ２； ４１％ ～
６０％ ＝ ３；６１％ ～ ８０％ ＝ ４；超过 ８０％ ＝ ５

３ ．５６

土地流转频率 Ｍ４ 无 ＝ １；１ 次 ＝ ２；２ 次 ＝ ３；３ 次 ＝ ４；４ 次及

以上 ＝ ５
２ ．１０

　 主观规范 亲朋和邻居认为 “ 三权” 分置

政策有意义 Ｍ５

无 ＝ １；比较小 ＝ ２；一般 ＝ ３；比较大 ＝ ４；
非常大 ＝ ５

３ ．４６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 进行问卷的效度、信度检验。 首先，对问卷效度的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 ，得到各潜变量在观测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０．７１，说明观测变量 ５０％以上的方差都

能够被潜变量反映，可以认为问卷的效度水平通过了检验 ［３１］ 。 对问卷信度的分析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法进行测度，得到行为态度、知觉控制行为、流转决策 ３ 个潜变量的 Ａｌｐｈａ 值

分别为 ０．８３、０．８０ 和 ０．７９，其 １４ 个可观测变量总体的 Ａｌｐｈａ 值为 ０．８２，说明量表信度很好 ［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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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利用 ＫＭＯ 样本测度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ｓ 球形检验来验证调查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软件运

行结果 ＫＭＯ 的值为 ０．９３０，Ａｐｐｒｏｘ．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值为 ７１７５．００６，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数据

具有很高的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和修正

使用 ＡＭＯＳ２３．０ 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表 ３ 中，模型的简约适配度指标（ χ２ ／ ｄｆ、ＰＧＦＩ、
ＰＮＦＩ） 、绝对适配度指标（ＧＦＩ、ＡＧＦＩ、ＲＭＳＥＡ） 、增值适配度指标（ＮＦＩ、ＩＦＩ、ＴＬＩ、ＣＦＩ）均达到建议

标准值要求，表明研究框架与样本数据适配，可进一步用于验证研究假设。
表 ３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及判断标准

适配指标
简约适配度指标 绝对适配度指标 增值适配度指标

χ２ ／ ｄｆ ＰＧＦＩ ＰＮＦＩ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建议值① １＜χ２ ／ ｄｆ＜３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９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模型Ⅰ ２．４９５ ０．７３１ ０．７９６ ０．９３９ ０．９２２ ０．０４７ ０．９３３ ０．９５９ ０．９５２ ０．９５９

模型Ⅱ ２．６９２ ０．７３３ ０．７４１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２ ０．０５０ ０．９１１ ０．９２９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９

　 　 注：①见吴明隆，２０１７：《结构方程模型：ＡＭＯＳ 的操作与应用》 。

方程估计结果见表 ４，其中，情景因素中村里土地确权登记已完成时间 Ｍ１、村级土地承包经

营权发放年限 Ｍ２、亲朋和邻居认为“三权”分置政策有意义 Ｍ５ 对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不显著，
合理的解释是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人根据自身学识和以往经验形成的对决策行为的控制能力，不
容易受政策环境和其他群体意愿、态度的影响。 进一步，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去掉三个路径关系，
得到模型Ⅱ，由于模型的自由度增加了 ３，使模型Ⅱ的整体适配程度相对模型Ⅰ有所降低，但依

然通过了检验。
从表 ４ 可以看到：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

转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１ 和假设 ２；除了产权情景（Ｍ１、Ｍ２）和主观规范（Ｍ５）对

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情景变量对潜变量的路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部分验证

了假设 ３。 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可得到如下结果：
（１）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反映观测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认为“三权”分置能够稳

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Ｘ１ 和 Ｘ２（ ０ ． ８８９，０ ． ８１０） 最能反映行为态度；对政策内涵的了解程度 Ｘ１０

（０ ．８３８）最能反映知觉行为控制；准备采取主动措施去进行土地流转 Ｙ３（ ０ ．８００）最能够反映决

策行为。 这说明，产权稳定性、对政策内涵的掌握程度及具体的流转实践能够更多反映 ３ 个潜

变量的内涵。
（２）影响农户政策认可的路径关系包括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情景因素三个方面，模型

的标准化估计结果说明：行为态度 ξ１ 的影响排在第二位（０ ．４６８） ；知觉行为控制 ξ２ 排在第六位

（０ ．２６９） ；情景因素的影响包含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村级确权登记 Ｍ１ 排在第一位

（０ ．４９３） ，其直接效应为 ０ ．３５７，通过影响行为态度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３６；村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发放年限 Ｍ２ 排在第三位（ ０ ．３５０） ，其直接效应为 ０ ． ２３８，通过影响行为态度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１２；主观规范 Ｍ５ 排在第四位（ ０ ．３５４） ，其直接效应为 ０ ．２８７，通过影响行为态度的间接效应

为 ０ ．０６７；流转频率 Ｍ４ 排在第五位（０ ．２７２） ，其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２３，通过影响行为态度和知觉行

为控制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 ．１０２ 和 ０ ．０４７；流转面积 Ｍ３ 排在最后（０ ．１８６） ，其直接效应为０ ．０８８，
通过影响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４９ 和 ０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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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影响

路径
变量

非标准化路径 ／
载荷系数

标准化路径 ／
载荷系数

Ｃ．Ｒ． Ｐ 值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Ⅰ 模型Ⅱ

流转决策 β２１← 行为态度 ０ ．７０９ ０ ．７０８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８ ７ ．９１３ ７ ．８７５ ∗∗∗ ∗∗∗

流转决策 β３１← 知觉行为控制 ０ ．２８８ ０ ．２８７ ０ ．２７０ ０ ．２６９ ３ ．３６６ ３ ．３９４ ∗∗∗ ∗∗∗

流转决策 α１１← Ｍ１ ０ ．３０２ ０ ．３０５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７ ４ ．６１３ ４ ．６７２ ∗∗∗ ∗∗∗

流转决策 α２１← Ｍ２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６ ０ ．２４０ ０ ．２３８ ３ ．０８５ ３ ．０８７ ∗∗∗ ∗∗∗

流转决策 α３１← Ｍ３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８ １ ．１６１ １ ．１６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流转决策 α４１← Ｍ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３ ２ ．０２２ ２ ．０５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流转决策 α５１← Ｍ５ ０ ．４０６ ０ ．４０２ ０ ．２８９ ０ ．２８７ ３ ．３８３ ３ ．４５５ ∗∗∗ ∗∗∗
Ｙ１ γ１１← 流转决策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７９９ ０ ．７９９ － － － －

Ｙ２ γ１２← 流转决策 ０ ．６８４ ０ ．６８５ ０ ．６９６ ０ ．６９５ １７ ．１２２ １７ ．０７１ ∗∗∗ ∗∗∗
Ｙ３ γ１３← 流转决策 ０ ．８９５ ０ ．８９５ ０ ．８０１ ０ ．８００ １９ ．５９１ １９ ．６３１ ∗∗∗ ∗∗∗

行为态度 α１２← Ｍ１ 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１ ０ ．２９０ ０ ．２９１ ３ ．７４５ ３ ．７８０ ∗∗∗ ∗∗∗

行为态度 α２２← Ｍ２ ０ ．２３５ ０ ．２３５ ０ ．２３９ ０ ．２４０ ３ ．３０５ ３ ．３０１ ∗∗∗ ∗∗∗

行为态度 α３２← Ｍ３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９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４ １ ．５７１ １ ．５７２ ∗∗∗ ∗∗∗

行为态度 α４２← Ｍ４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７ ２ ．９９７ ３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行为态度 α５２← Ｍ５ ０ ．２４４ ０ ．２４４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４ ２ ．１２２ ２ ．１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Ｘ１ γ２１← 行为态度 １ ．４７２ １ ．４７２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９ ２５ ．０１４ ２４ ．９９２ ∗∗∗ ∗∗∗
Ｘ２ γ２２← 行为态度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８ ０ ．８１０ ０ ．８１０ ２１ ．３７６ ２１ ．３６０ ∗∗∗ ∗∗∗
Ｘ３ γ２３← 行为态度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１ ０ ．７５１ ０ ．７４９ １９ ．０７０ １８ ．９８８ ∗∗∗ ∗∗∗
Ｘ４ γ２４← 行为态度 １ ．１３６ １ ．１３５ ０ ．７８５ ０ ．７８６ １９ ．５１６ １９ ．５００ ∗∗∗ ∗∗∗
Ｘ５ γ２５← 行为态度 ０ ．９４８ ０ ．９４８ ０ ．６９６ ０ ．６９７ １７ ．３５８ １７ ．４０４ ∗∗∗ ∗∗∗
Ｘ６ γ２６← 行为态度 １ ．０９２ １ ．０９３ ０ ．７５９ ０ ．７６１ １８ ．９３５ １９ ．００６ ∗∗∗ ∗∗∗
Ｘ７ γ２７← 行为态度 ０ ．９２５ ０ ．９２６ ０ ．７３４ ０ ．７３４ １７ ．８６５ １７ ．８４３ ∗∗∗ ∗∗∗
Ｘ８ γ２８← 行为态度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１ ０ ．７２２ － － － －

知觉行为控制 α１３← Ｍ１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３５ － ０ ．６８３ － ０ ．４９６ －

知觉行为控制 α２３← Ｍ２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２８ － ０ ．５５６ － ０ ．５７８ －

知觉行为控制 α３３← Ｍ３ ０ ．１７４ ０ ．１７５ ０ ．１８３ ０ ．１８５ ２ ．２９６ ２ ．４８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３

知觉行为控制 α４３← Ｍ４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３ ０ ．１７４ ０ ．１７６ ２ ．２１２ ２ ．１８１ ∗∗∗ ∗∗∗

知觉行为控制 α５３← Ｍ５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２１ － ０ ．５８８ － ０ ．５６６ －

Ｘ９ γ３１← 知觉行为控制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３ ０ ．７２３ － － － －

Ｘ１０ γ３２← 知觉行为控制 １ ．１１２ １ ．１１３ ０ ．８３８ ０ ．８３８ ２３ ．６６９ ２３ ．６５５ ∗∗∗ ∗∗∗
Ｘ１１ γ３３← 知觉行为控制 ０ ．９７２ ０ ．９７２ ０ ．７４３ ０ ．７４３ １８ ．７２０ １８ ．７１９ ∗∗∗ ∗∗∗

　 　 注：∗∗∗表示在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多群组 ＳＥＭ 对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剖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的差异，凸显产权安

排的激励效应，以便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还需进行多群组 ＳＥＭ 对比分析。
（１）不同流转主体的对比，如农地转入户、转出户和非流转户的对比。 在总体调查样本中，

农地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分别为 １３３ 户、２４１ 户和 ２９８ 户，占 １９．１９％、３５．８６％和 ４４．４５％。
（２）不同流转方式的对比，如转让、转包、互换、租赁、入股和反租倒包的对比。 在已流转过

土地的 ３７４ 份样本中，采用这些流转方式的农户分别有 ５３、３６、５２、１４４、４５ 和 ４４ 户。 由于部分

流转方式的样本量较少，为满足极大似然估计对样本量的要求，根据不同流转方式在实践中出

现的先后顺序，将转让、转包和互换视为传统型流转方式，出租、入股和反租倒包视为非传统型

流转方式 ［３２－３３］ ，分成两组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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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同流转机制的对比，如“政府主导”和“农户主导”的对比。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

由基层政府或村委会决定农地流转对象、价格、规模和流转合同签订等，农户只是被动地接受。
农户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农户自己确定流转对象，经过自主谈判、签约等实现土地流转，农户拥

有完全的土地流转决策权。 本研究中，政府主导和农户主导的调查样本分别为 ２２４ 户和 １５０
户，占流转总数的 ５９．８９％和 ４０．１１％。

（４）不同试点区域的对比，如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对比。 农业生产易

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和收益低的特征，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
当农户希望通过转入土地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时，首先要考虑所需资金的来源 ［１１］ 。 农户借贷

是决定农业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获得涉农贷款途径越便利，前期投资越有保证，租入土地

的意愿就越强 ［１８］ 。 为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有效支持，２０１６ 年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

度允许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作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在全国 ２３２ 个县（市、区）进行试点，
有效地缓解了农业经营主体的抵押难和贷款难 ［３４］ 。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试点县名单》 ，本研究的试点区域为武汉市黄陂区、孝感市云梦县和鄂州市梁子湖区，非试点

区域为黄冈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以及荆州市，农户比例各占 ６１．２３％和 ３８．７７％。
表 ５　 多群组 ＳＥＭ 标准化路径系数及适配度指标

路径
流转主体 流转方式 流转机制 调研区域

转入户 转出户 非流转户 传统 非传统 政府主导 农户主导 试点区 非试点区

流转决策←行为态度 ０．７２２∗∗∗ ０．４５７∗∗∗ ０．２６８∗∗∗ ０．４４５∗∗∗ ０．４８９∗∗∗ ０．３２２∗∗∗ ０．５１４∗∗∗ ０．６３９∗∗∗ ０．３９９∗∗∗

流转决策←知觉行为控制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５∗∗∗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３∗∗∗ ０．３６１∗∗∗ ０．１６７∗∗∗ ０．３９８∗∗∗ ０．２７４∗∗∗ ０．２６７∗∗∗

流转决策←Ｍ１ ０．４９６∗∗∗ ０．４８２∗∗∗ ０．４７０∗∗ ０．４６９∗∗ ０．５０３∗∗ ０．４５０∗∗ ０．５１２∗∗∗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０∗∗∗

流转决策←Ｍ２ ０．３３０∗∗∗ ０．３６３∗∗∗ ０．３４８∗∗∗ ０．３５２∗∗∗ ０．３４９∗∗∗ ０．３１７∗∗∗ ０．３６７∗∗∗ ０．３４３∗∗∗ ０．３５６∗∗

流转决策←Ｍ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４９ ０．２６６∗∗∗ ０．２０２∗∗ ０．１９４∗∗

流转决策←Ｍ４ ０．２７６∗∗ ０．２６８∗∗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６∗ ０．２７４∗∗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６３∗∗

流转决策←Ｍ５ ０．３６７∗∗∗ ０．３５５∗∗∗ ０．３４６∗∗∗ ０．３６４∗∗ ０．３３９∗∗∗ ０．３３７∗∗∗ ０．３８２∗∗∗ ０．４０７∗∗∗ ０．３２６∗∗∗

χ２ ／ ｄｆ ２．２３７ ２．０３４ ２．１０６ ２．１８５

ＰＧＦＩ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６ ０．７２４ ０．７１８

ＧＦＩ ０．９１３ ０．９１８ ０．９２０ ０．９１９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ＮＦＩ ０．９１３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２ ０．９２０

ＣＦＩ ０．９１３ ０．９４９ ０．９３６ ０．９３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５％、１％和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情景因素（Ｍ１ ～Ｍ５）的路径系数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和，显
著性符号为它们中的最大值。

从表 ５ 可以看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因农户类型和流转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
具体来说：

（１）从外生潜变量（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的影响来看，流转户（含转入户

和转出户） 、非传统型流转方式、农户主导型流转和试点区域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

决策的影响明显高于非流转户、传统型流转方式、政府主导型流转和非试点区域，且不同群组中

行为态度对流转决策的影响路径系数均比知觉行为控制的更大。 合理的解释是：①有过流转经

历的农户大多在以往的流转中获得过经济改善或福利改进，对“三权”分置的政策功能和实施

效果持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因而更有可能做出土地流转的决策；②“三权”分置政策鼓励各地

探索因地制宜的新型流转方式，如股份合作社、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更能有力地促进土地经营规

模和农业现代化，因此对采用非传统型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影响力更大；③农户主导

型流转机制相较于政府主导型流转机制，因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土地流转符合农户资

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目标，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正向影响也更大；④试点区已有部分农户通过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获得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引进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资金，切实感受到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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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带来的红利，所以在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的影响上均高于非试点区农户。
（２）从控制变量（情景因素）对流转决策的影响来看，产权安全性（Ｍ１ 和 Ｍ２）和流转经历

（Ｍ３ 和 Ｍ４）对流转户和农户主导型流转农户流转决策的影响均高于非流转户和政府主导型农

户。 合理的解释是，有流转经历和主动参与流转的农户对政策安全性感知更加敏感，从而影响

他们的流转决策行为；产权安全性（Ｍ１ 和 Ｍ２）和流转经历（Ｍ３ 和 Ｍ４）对传统流转方式和试点区

域农户的流转决策的影响与对非传统流转方式和非试点区域的影响差异不大，且各有高低，是
因为具有不同产权情景的村庄和具有不同流转经历的农户在这两个分组中是随机分布的。 主

观规范（Ｍ５）对流转户、农户主导型流转和试点区域农户的流转决策的影响均明显高于非流转

户、政府主导型流转和非试点区域，说明有流转经历、主动参与流转和试点区域的农户更容易受

亲友和周边邻居对土地流转意愿和态度的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湖北省 ６７２ 户农户调研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产权制度激励下农户土地流

转决策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情景因素等 １９ 个可观测变量的因子分析，行为态度、知觉

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 ３ 个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及不同权利主体、不同流转方式、不同

流转经历、不同试点区域的多组群对比分析，识别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差异，得出

以下结论与展望：
（１）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４６８ 和 ０．２６９，且均通

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积极的行为态度和较强的知觉行为控制都能促进农户做出帕累托

改进的土地流转决策，且用计划行为理论来解释产权制度激励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

是可行的。 为提高农户行为态度的积极性，应通过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和信息网络畅通政策信息

和法律知识的流通渠道，让更多农户对农地“三权”分置的产权安排、政策内容、法律特征和实

现途径有充分理解。 同时，为增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应通过加大农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力度，结合培训、示范、讲座等多种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农地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和经营技能，提升

农户对“三权”分置政策的认知水平和对自身决策行为的控制程度。
（２）情景因素对流转决策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有间

接影响。 其中，产权情景（Ｍ１ 和 Ｍ２）的路径系数最大，说明村级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流转决

策的影响力很大。 为维护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稳定性，应进一步落实农地确权登记制度，力求

做到土地颁证全覆盖，强化农地产权的法律稳定。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保证每个农民“得

证、识证、用证” ，保障农地产权的事实稳定。 主观规范（Ｍ５）对政策认可的影响度排在第三，说
明农户做土地流转决策时会听取亲戚朋友的意见及有过流转经历的农户意见。 进一步的研究

应将农户的产权经历列入情景因素，根据农户是否经历过土地调整、是否持有土地承包权或经

营权证书、是否签订流转合同和流转后是否产生过土地纠纷来划分农户经历的产权安全程度。
（３）多群组 ＳＥＭ 对比分析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差异，

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如对于农户主导型的土地流

转，除了继续尊重农户配置土地的自主意愿，还应鼓励农户通过政府建立的交易平台进行土地

流转，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增加土地资源报酬；在政府主导型的土地流转中，对以农业生产为主、
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采取“调地安置”的措施解决，尽可能保护其土地经营权。 对金融改革

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对比发现，试点区农户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均高

于非试点区的农户，说明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应将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贷款制度向更

多区域推广，通过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和农村信用体系，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配套机制

和风险转移机制，为农户简化申请程序，提高抵押贷款的可获性。 今后的研究可以增加更多群

组的对比，如不同流转去向的对比、不同经营规模的对比和不同就业去向的对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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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激励农户进一步做出帕累托改进的流转决策，还应积极探索“三

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湖北省各地土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人地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与土地“三权”之间不同形式的结合，催生出多元化的新型经营主

体，如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统一整治后再发包给有经营能力的家庭农场；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入股、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户之间协商交换经营权、小块并大块的连片耕

种。 调查样本中，７５．８０％的农户对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在培育多种

新型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还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包括权益保护、效率提

高、市场主导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方案，以及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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